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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地区。作者首先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将城市群

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使用匹配至城市层面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城市间通勤
时间测算了城市群发育程度，并对中国城市群类型进行了经验识别。在此基

础上，基于城市集群视角经验考察了城市群发展对城市差距的影响。结果表

明：Ⅰ类城市群发展的城市差距扩大效应最强，Ⅱ类城市群次之，而Ⅲ类城
市群发展则能缩小城市差距。进一步地，作者使用清代２６８年历史地理数据
构造的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稳健。研究还发现，Ⅰ类、Ⅱ类
城市群发展的要素配置偏向劳动，Ⅲ类城市群则偏向资本，且不同城市群发展
对要素错配的矫正幅度也存在差异。要素配置偏向和要素错配矫正程度差异，

是城市群发展影响城市差距异质的主要机制。中国城市群战略应坚持分门别

类的思路，避免同质化，顺应规律，积极利用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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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的重要地区。区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一个地区会影响另一个地区 （Ｏｖ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区域发展是市场规模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通过循环累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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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而形成的 “两个力” （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权衡的结果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城
市群作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中的集聚体，是 “两个力”冲突、交融或者溢出效

应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空间单元。正因为如此，任何旨在提升要素集聚规模和市场开

放度的冲击，均有可能重塑其内部经济地理。在改革开放４０多年的征程中，城市以
及由连片城市有机组成的城市群通过规模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中国的经济腾飞和区

域协调发展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城市群国家战略地位日益强化的过程中，由城

市群发展诱发的群内经济地理演变的种种冲击早已发生。研究城市群发展对城市群内

部城市差距的影响，对未来如何深化城市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城市群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２０１０）
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系统地阐明了城市数量、规模及其分布规律，为分析城市群空

间结构、核心－外围城市间关系奠定了基础。结合 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和 Ａｎａｓ（２００４）的
观点，现代城市体系理论可简单划分为五个基本研究范式：一是以 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７）、
Ｄｉｘｉｔ（１９７３）、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主张分析由集聚带来
的集聚经济与不经济的关系；二是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主张城市群内或城市间的产

业关联性和产品差异性分析，代表文献有Ｄｉｘｉｔ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７）、Ｅｔｈｉｅｒ（１９８２）；三
是以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为代表的强调技术进步是城市发展决定因素的内
生经济增长理论；四是强调城市间贸易、确定的农业腹地与地理内生性的以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为代表的地理经济学；五是以 Ｇｌａｅｓｅｒ等 （１９９２）、Ｂｏｉｘ和 Ｔｒｕｌｌéｎ（２００７）、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 （２０１５）为代表的强调溢出效应对城市群或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外部性
理论。遵循以上研究范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经验研究。当前研究主要集

中在城市集群 （Ｐｏｒｔｎｏｖａｎｄ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２００９；原倩，２０１６）、经济网络 （种照辉等，

２０１８）、运输网络 （李煜伟、倪鹏飞，２０１３）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
对城市群内差距的影响 （赵勇、魏后凯，２０１５），以及城市群政策外生冲击对区域协调
的影响 （刘倩等，２０２０）三个方面，对城市群发展的城市差距效应少有深入探讨。

产业分工和空间溢出是研究城市群发展对城市群内部城市发展水平差距影响的重

要视角。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是分工收益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权衡结果，城市分

工水平则取决于交易效率 （杨小凯、张永生，２００３）。随着城市群发展所引起的城市
群内制度壁垒、交通设施等外生交易条件的改善，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原城市群内分

工模式逐渐被打破，经济系统也向更高的分工水平演进。这种城市产业的分工和产业

空间区位的再选择过程，也是城市群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和城市间协调程度不断提升的

过程，而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大城市

集聚规模的提高会导致土地、交通等成本上升，而生产性服务业比工业企业有更强的

承受能力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藤田昌久等，２００５）。因此，随着城市群发展带来的交通、
通信技术的进步，生产性服务业有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而生产性服务业越向大城市集

中，工业企业越有可能转移至周边的中小城市 （镇）。已有研究在这方面做了经验性探

索，验证了城市群内存在空间溢出的动态演化过程 （赵勇、魏后凯，２０１５；马燕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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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但目前仍缺乏将城市群内空间溢出与群内城市差距紧密联系的经验研究。
如何较为科学地测度城市群发育程度是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Ｐｏｒｔｎｏｖ和 Ｓｃｈｗａｒｔ

（２００９）、原倩 （２０１６）认为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群内城市要素密度越大且城市间
联系越紧密，可以利用空间隔离度 （ＩＳ）和城市边缘性 （ＩＲ）之比来测度城市群发
育程度。该方法虽然抓住了城市群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但采用的是与邻近最大城市

的地理距离来测度ＩＲ，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其既没有很好地反映城市群内核
心和外围城市间的关系，也没有体现城市群发展对群内时空的压缩，因此本文使用城

市群内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最短交通时间来计算 ＩＲ。此外，学者们往往利用
一定范围内的人口规模或城市数量来测度 ＩＳ，这也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城市群发展
的另一层含义是群内集聚经济规模扩大、要素或经济密度增大。全球卫星夜间灯光数

据因其时变性和客观性，相比以户籍口径统计的城市人口规模，能更全面客观地反映

城市人口社会经济活动空间范围的变化。因此，我们使用一定范围内夜间灯光密度来

测度ＩＳ，考虑到城市间地理距离长期不变、城市间通勤时间在近几年内急速缩短、
城市群内时空收敛效应越发明显的时代背景，这种处理方式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如何处理城市群发展与群内城市发展之间的内生性是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

题。因为城市群发展的结果是由城市群内部城市发展引致的，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联立

关系，为准确识别城市群发展的内部空间塑造净效应，需要寻找城市群发展的外生替

代变量。本文以清代２６８年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的城市 （府、州、县）数据为基础，

构造了城市群发展的历史地理工具变量。城市群的发展除了受当前的经济社会因素影

响以外，也依赖历史地理影响下的发展路径。相似的历史地理基础更易于形成相似的

社会习俗和经济文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城市群的发展。从文章的检验结果来

看，该工具变量能够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关注到城市群发展对促进群内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但很少涉及对城市群内城市差距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城市群发展的内涵

及衡量维度多，难以构建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的指标；二是不容易解决城市群

发展与群内城市发展间的内生性问题。作为对已有文献的补充，本文以全球夜间灯光

数据为基础，并将其与城市群外围城市到核心城市的通勤时间和统计数据匹配，分析

了城市群发展对城市差距影响的异质性效应，为未来深化城市群战略，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思考。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城市群的发展阶

段及类型，并对中国城市群进行类型识别；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第四部

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与进一步讨论；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城市群发展阶段和类型识别

（一）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和类型

城市群的发展与群内要素的密度和流动速度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要素的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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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动反映在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的关系中，就是典型的溢出效应演变过程。根

据陈栋生 （１９９３）对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分析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的 “核心 －外围”
理论，城市群的发展即为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时间演变过程，而处于

不同阶段的城市群，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皆有不同。如图１所示，纵轴表示核心城
市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横轴表示城市群发展时间。可以看出，溢出效

应可分为负溢出增强 （０—ｔ０）阶段、负溢出减弱 （ｔ０—ｔ１）阶段和正溢出增强 （ｔ１—
∞）阶段。由于空间是异质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在空间上的分布表现为不同
的城市群类型。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将城市群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Ⅰ类城市群
的特征是核心城市集聚程度逐渐提高并达到最大，对周围城市有虹吸效应，城市群发

展会加剧群内城市两极分化；Ⅱ类城市群的特征是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开始减弱，扩
散效应开始增强，二者相抵趋向于零，城市群正处于负溢出效应逐渐减弱的过渡期，

群内城市差距有所缩小；Ⅲ类城市群的特征是核心城市的正溢出效应开始发挥，对外
围城市的正溢出效应增强，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差距开始缩小。

图１　城市群核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时间演变

推论１：对于Ｉ类、Ⅱ类城市群而言，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
的差距逐渐拉大，且Ｉ类城市群的差距可能比Ⅱ类更甚；而 ＩＩＩ类城市群的外围城市
由于受核心城市的正溢出效应影响，其与核心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

进一步来看，Ｉ类城市群由于处于城市群发展初期，资本密度较低、劳动密度较
高，外围和核心城市间的信息基础设施联系强度、产业关联度都比较弱，外围城市更孤

立，而核心城市不但与其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有着更强的联系，并且劳动力相对稀缺；

Ⅱ类城市群处于劳动和资本要素混合配置发展的阶段；Ⅲ类城市群则处于以资本要素配
置为主导，并以资本配置带动劳动力配置的发展阶段。因此，随着城市群的发展，Ｉ类
城市群外围城市剩余劳动力将向核心城市聚集，这可能会引致劳动力要素错配矫正效

应，且该效应在核心城市比外围城市强，所以核心城市经济增长比外围城市快，群内城

市差距拉大。相对于Ｉ类城市群而言，一方面，Ⅱ类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负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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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虹吸）效应有所减弱；另一方面，Ⅱ类城市群外围城市的基础设施网络较为成熟。
因此，Ⅱ类城市群发展引致的核心城市劳动力错配矫正效应可能比Ｉ类城市群核心城市
弱，反而对外围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矫正效应更强，所以群内城市差距有所缩小。Ⅲ类城
市群处于核心城市正溢出效应增强期，城市群总体上处于核心城市高新技术溢出、低端

产业疏解的阶段。由于Ⅲ类城市群总体上资本密度相对较高、产业分工体系成熟、资本
密集产业占比高，所以城市群发展引致的外围城市资本错配矫正效应较强，同时外围城

市也通过不断累积疏解的资本而获得更高的增长率，群内城市差距缩小。

推论２：Ｉ类、Ⅱ类城市群通过劳动力错配矫正效应扩大城市差距，且Ⅱ类城市
群由于矫正效应更强，城市差距有所缩小；Ⅲ类城市群发展则通过资本错配矫正效应
缩小城市差距。

（二）城市群发育程度的测算

根据方创琳 （２０１１）的定义，城市群是以１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由３个及以上
都市圈 （区）或城市为基本构成的空间单元。可以看出，“核心－外围”是城市群的
基本空间关系，这也符合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６）与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关于 “区域”的定

义，所以城市群是典型的 “区域”。虽然区域发展必然伴随 “核心－外围”关系的转
换———比如原外围城市成长为核心城市，但这一过程较为漫长，尤其中国城市群的核

心城市往往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属性，所以 “核心 －外围”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
定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因此，从时间截面上看，城市群一定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无论是胡弗 －费希尔阶段论 （Ｈｏｏｖｅｒ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４９）、罗斯托阶段论
（Ｒｏｓｔｏｗ，１９６０）、弗里德曼核心－边缘阶段论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６）还是汤普森阶段论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均表明区域发展要跨越某阶段，短则需要几十年，长则上百年。
也就是说，城市群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

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衡量指标既要能表达群内要素集聚强度，又要能表达群内要素流

动速度，而这刚好与城市集群的内涵一致 （Ｐｏｒｔｎ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因此，可以利用空
间隔离度 （ＩＳ）与城市边缘性 （ＩＲ）之比来测度城市群内外围城市的集群度，这样既
考虑了城市周边空间的要素密度，又考虑了群内要素的流动速度 （见图２）。① 以往研究
的ＩＳ通常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城市个数，但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并非 “自然城市”，而

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地级市，使用城市个数衡量会忽略城市的异质性，因此本文以外围城

市灯光最亮点为中心的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灯光亮度来衡量空间要素集聚强度 （徐康宁

等，２０１５）。并且，由于城市群空间属于规划的地理范围，中心城市实际所能影响的有
效范围可能有限，所以应考虑不同的城市群范围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另外，由于外围

城市还可能受其他邻近群外城市的影响，所以需要尽可能地扩大空间范围，纳入群外邻

近城市。考虑到全国各城市到３个最近城市的平均距离约为１００ｋｍ，到２０个最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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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不考虑核心城市的原因有三：一是其相对外围城市的异质性比较强；二是衡量核心城市差距的指标

不容易构建；三是外围城市集群度能表示城市群发展的内涵。



的平均距离约为２００ｋｍ①，本文通过计算以外围城市灯光最亮点为圆心，以１００ｋｍ、
２００ｋｍ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以及城市群规划范围的平均灯光亮度来测度ＩＳ。而ＩＲ通常指
“自然城市”到核心城市的距离，但中国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距离是相对固定的，所以

本文采用更能够反映城市群时空压缩特征的通勤时间来衡量ＩＲ，这主要基于中国城市
群的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群内交通网络已大幅改善，城市间通勤时间越来越短的现实。

很显然，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ＩＳ越大、ＩＲ越小，城市集群度越大。

图２　城市群发育程度的测算

注：图中核心城市在２００ｋｍ范围外，但现实中
有的核心城市在２００ｋｍ范围内。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集群度 （ｉｃｉｔ）衡量城市群发育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ｉｃｉｔ＝ＩＳｉｔ／ＩＲｉｔ＝ｌｉｇｈｔｉｔ／ｔｉｍｅｉ→ｊ，ｔ （１）

其中，ｌｉｇｈｔｉｔ表示ｔ时期以外围城市ｉ为圆心一定范围内所有 “邻居”（城市）的

平均灯光亮度，反映城市经济活动密度；ｔｉｍｅｉ→ｊ，ｔ为外围城市 ｉ到核心城市 ｊ的最短交
通时间。常见的夜间灯光数据包括 ＤＭＳＰＯＬＳ年度数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和 ＮＰＰ
ＶＩＩＲＳ月度数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本文参考徐康宁等 （２０１５）和刘修岩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对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进行饱和度与连续性校准，采用ＧＩＳ软件将ＮＰＰＶＩＩＲＳ数据
合成为可比的年度数据，并参考梁丽等 （２０２０）的方法对两套灯光数据进行了可比
性调整。②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计算以城市 ｉ最亮点为圆心，以１００ｋｍ、２００ｋｍ为
半径的圆形区域以及规划范围内的平均灯光亮度。为了反映交通网络化程度、科学计

算最短交通时间，本文分别收集了城市间国道、高速路、普通铁路的最短交通距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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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根据各城市间直线距离计算。

ＤＭＳＰＯＬＳ的ｄｎ值是未经过星上辐射标定的相对亮度辐射值，而ＮＰＰＶＩＩＲＳ的ｌ值是经过辐射标定的有
单位的辐射值，二者的转换关系为ｌ＝α×ｄｎ＋ｃ，α和ｃ为系数。考虑到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存在数据为相对值、无
单位等缺陷，本文将其转化为ＮＰＰＶＩＩＲＳ数据，采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两套数据的重合年份）的ｄｎ与ｌ进行回
归估计后取平均值的方式确定α与ｃ，进而将历年ｄｎ值转换为ｌ，最终得到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连续可比的夜间灯光数
据。全球卫星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ｅｏｇ／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ｔｍｌ），地市
级行政区划矢量数据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



高铁最短交通时间。前者进一步根据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０３）的限
速标准计算得到最短交通时间①；后者根据各年份高速铁路开通运营线路、沿线设站

城市和 《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等信息整理得到。

（三）中国城市群的类型识别

准确识别城市群类型，是进一步分析城市群发展对群内城市差距影响的基础。本

文基于城市群的规划范围，采用式 （１）计算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中国１８个城市群②的集
群度，结合国家 “十三五”规划关于 “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的相关内容，将平均

集群度位于区间 （０，６］的城市群视为Ⅰ类城市群，位于区间 （６，１８］的城市群视
为Ⅱ类城市群，位于区间 （１８，３０］的城市群视为Ⅲ类城市群 （见表１）。总体而
言，本文对中国城市群的类型识别结果与叶裕民和陈丙欣 （２０１４）、方创琳 （２０１１）
等的研究成果相接近，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

表１　城市群类型识别结果

名称 核心城市 城市个数 类型 集群度 名称 核心城市 城市个数 类型 集群度

京津冀 北京、天津 １３ Ⅱ １２４９５ 海峡西岸 福州、厦门 １３ Ⅱ １１５４０

长三角
上海、南京、

杭州、宁波
４１ Ⅲ ２６７９１ 山东半岛 济南、青岛 １６ Ⅱ １７１５０

珠三角 广州、深圳 １５ Ⅲ ２９０８４ 北部湾 南宁 ９ Ⅰ ５８８５
长江中游 武汉 ３０ Ⅱ ６７８１ 黔中 贵阳 ３ Ⅰ １９０６
成渝 成都、重庆 １６ Ⅱ １４３９１ 滇中 昆明 ３ Ⅰ ０８１７
哈长 哈尔滨、长春 １０ Ⅱ １２８０６ 关中 西安 ９ Ⅱ ９１８２
中原 郑州 ２０ Ⅱ ８６８１ 兰西 兰州 ４ Ⅰ ０５１４
晋中 太原 ２ Ⅰ １１５３ 宁夏沿黄 银川 ４ Ⅰ ３９６１

呼包鄂榆 呼和浩特 ４ Ⅰ ４３３６ 辽中南 大连 １０ Ⅱ １１３１８

　　注：为方便讨论，本文将安徽、浙江、江苏的全部地级市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将陕西榆林完全纳入呼包鄂榆
城市群，将江西１１个地级市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将山东聊城和菏泽纳入山东半岛城市群，将河北邢台和邯郸纳
入京津冀城市群，将山西长治、晋城、运城纳入中原城市群，将临汾纳入关中平原城市群，滇中城市群仅考虑昆

明、玉溪和曲靖，黔中城市群考虑贵阳、安顺和遵义。核心城市的确定综合考虑经济规模和行政等级因素。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空间自相关问题，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ｂｇｄｐｉｔ＝α０＋α１ｉｃｉｔ＋α２ｘ
ｎ
ｉｔ＋ηｔ＋γｉ＋μ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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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道为６０ｋｍ／ｈ，高速公路为 １００ｋｍ／ｈ；考虑到提速因素，普通铁路 ２００５年为 １１０ｋｍ／ｈ，２００６年为
１２０ｋｍ／ｈ，２００７年及之后为１４０ｋｍ／ｈ。

由于数据连续性较差，且群内城市以县级单位为主，本文的样本未包含天山北坡城市群。



其中，因变量ｂｇｄｐｉｔ为外围城市 ｉ与所在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差距，本文参考赵勇
和魏后凯 （２０１５）测度区域差距的做法，采用城市群内外围和核心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比值来测度；ｘｎｉｔ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ηｔ、γｉ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
μｉｔ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考虑了如下控制变量：（１）财政支出 （ｇｏｖ），本文参考陈国亮和陈建军
（２０１２）的做法，采用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的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
的比来控制政府干预差异，其中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等于一般预算支出扣除科学支出

和教育支出；（２）对外开放 （ｏｐｅｎ），本文参考Ａｕ和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采用ＦＤＩ对
数的思路，采用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的开放度比值来控制对外开放程度，其中对外开

放程度由经汇率换算的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 ＧＤＰ的比值得到； （３）投资 （ｉｎｖ），
本文采用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值来衡量；（４）运输
能力 （ｔｒａ），本文采用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货运总量的比值来控制，考虑到运输成本
对经济是长期影响的，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城市货运总量仅发布到２０１４年，
所以本文将该变量滞后２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５）创新水平 （ｉｎｎ），本文采用外围
城市和核心城市的创新比来衡量，数据来自寇宗来和刘学悦 （２０１７）；（６）金融发展
水平 （ｓｉｚｅ），本文采用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衡
量；（７）金融危机 （ｃｒｉ），本文参考邵朝对等 （２０１６）的做法，采用２００８年前后的
虚拟变量控制金融危机对城市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冲击。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城市样本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样本来自１８个城市群的１９５个
地级城市，统计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２报告了样本变量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ｂｇｄｐ 城市差距 ２５２９ ０５３６３ ０３３２４ ００４０３ ０４６８２ ２６１６６

ｉｃ＿１００ １００ｋｍ集群度 ２２８８ ３９８６５ １１６０９６ ００３３６ ０９３０４ １６６４１１５

ｉｃ＿２００ ２００ｋｍ集群度 ２２８８ ３３０８９ ７７２９０ ００４５３ ０９４５７ ９５９４８５

ｉｃ＿ｑｕｎ 规划范围集群度 ２４８３ ３７０８９ ９４２７１ ００６４４ １０９３２ １３０５１５３

ｇｏｖ 财政支出 ２５３４ １１４２９ ０５５５７ ０２６２１ １０８５８ ７７１８８

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 ２５２８ ０６３０５ ０７８６３ ０ ０４２７９ １０６０２２

ｉｎｖ 投资 ２５３３ １３９１１ ０８６０２ ００９１４ １１３４３ ６０００７

ｔｒａ 运输能力 ２５３１ ０３９４７ ０６１７３ ０００６２ ０２５４４ １７３６５９

ｉｎｎ 创新水平 ２５２２ ００７４０ ０１３４６ ０ ００３０３ １２５７６

ｓｉｚｅ 金融发展水平 ２５３４ ０４４９８ ０２２４１ ０１０２３ ０４０００ ４６４５８

ｃｒｉ 金融危机 ２５３５ ０３８４６ ０４８６６ ０ ０ １

　　注：６个比值控制变量指标的最大值均超过１，说明在某些年份部分外围城市指标优于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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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报告了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２、第５、第８列为Ⅰ类城市群的影响系数，
ｉｃ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仅１００ｋｍ范围的结果不显著；第３、第６、第９列为Ⅱ类城市
群的影响系数，ｉｃ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都在１％的水平下显著；第４、第７、第１０列
为Ⅲ类城市群的影响系数，ｉｃ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５％的水平下显著。尽管显
著性水平存在不足，但仍可以发现无论是在１００ｋｍ范围内、２００ｋｍ范围内还是在规
划范围内，三类城市群 ｉｃ的回归系数符号保持不变，且估计系数的波动幅度不大。
可初步确定，城市集群度提高降低了 Ｉ类、Ⅱ类城市群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比，扩大了城市差距，且前者扩大效应更甚；而Ⅲ类城市群则有显著的缩小
效应。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００ｋｍ范围 ２００ｋｍ范围 规划范围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ｉｃ
－０００１６
（－１０３）

－０００１５

（－２８４）
００００８

（２６０）
－０００２７

（－１８８）
－０００１９

（－２７８）
０００１２

（２２２）
－０００２６

（－３２３）
－０００１９

（－２９８）
０００１６

（３８４）

ｇｏｖ
－０１６１７

（－２８３）
－００４７５

（－３０４）
－００９６１
（－１５４）

－０１６１７

（－２８４）
－００４７５

（－３０４）
－００９５３
（－１５３）

－０１３７７

（－２８６）
－００４７９

（－３２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７３）

ｏｐｅｎ
００２７７

（１９５）
０００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３６９

（－１８５）
００２８０

（１９６）
０００９５
（０９９）

－００３６７

（－１８７）
００３１３

（２２７）
０００９２
（０９７）

－００３３２
（－１６０）

ｉｎｖ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０）

００１０２
（０８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３５７
（０５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９）

０００６９
（０５１）

ｔｒａ
００１３９
（１１４）

００４８９

（１７９）
０２６７５

（４９９）
００１３８
（１１４）

００４９１

（１７９）
０２６８６

（５０４）
００１１８
（１１７）

００４６８

（１７４）
０１８８２

（３４６）

ｉｎｎ
００６８０
（０７９）

０１７２４

（１７５）
－０２２２６
（－０６０）

００７４３
（０９１）

０１７２３

（１７５）
－０２１５６
（－０５８）

００９８７
（１３７）

０１７３０

（１７４）
－０１３５８
（－０３４）

ｓｉｚｅ
－００４５９
（－１０７）

－０１５００

（－４０９）
－００５６５
（－０７２）

－００４５５
（－１０７）

－０１４９９

（－４０９）
－００５６１
（－０７１）

－００７３４
（－１１０）

－０１４６２

（－４２７）
－００６８１
（－０８６）

ｃｒｉ
－００２５９
（－０４７）

－００６８５

（－２５１）
－０１９２４

（－３１１）
－００２５６
（－０４７）

－００６８３

（－２５０）
－０１９２８

（－３１６）
－００３６６
（－０６９）

－００６９９

（－２６６）
－０１９２７

（－３３２）

截距
０７７１５

（５８０）
０６６６８

（１６５２）
０５５７９

（５５３）
０７７１６

（５８１）
０６６７０

（１６５４）
０５５６１

（５５６）
０７４１７

（７１３）
０６５４０

（１６８７）
０５１２１

（６５６）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８１０ ０２５３０ ０５４９７ ０１８２０ ０２５３３ ０５４９８ ０１７２７ ０２６０７ ０５４３８
Ｎ ４５０ １２３１ ５８５ ４５０ １２３１ ５８５ ５００ １３２２ ６３６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为得
到稳健的回归结果，对异常值进行了删除处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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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表３的结果不显著或者置信水平偏低，可能是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
面，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联立性，城市群内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

活水平差异越小，城市群就越能吸引群外要素流入，从而提高集群度；另一方面，回

归模型也可能遗漏了同时与城市群发展和群内差距相关的变量，如受数据限制本文没

有控制外围城市到其他城市群的通勤时间。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来克服潜

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工具变量回归

因为城市群的发展与历史地理因素息息相关，所以本文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
（２００１）的思路从历史地理维度寻找工具变量。城市历史地理经济信息来自哈佛大
学 “施坚雅区域系统分析数据库”（Ｓｋｉｎｎ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该
数据库收集了中国清代各年各地的县志和著作资料，详细记录了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中
国各府、州、县所在地的经纬度、城墙高度、城墙内面积等数据。本文提取清代

２６８年间４０８个州、２０４个府、１３３６个县的衙门地理信息及城墙信息数据来构建相
应的历史工具变量。构建方法为：第一步，将该数据库提供的州、府、县的经纬度

数据与当代城市的地理信息匹配，从而确定当代城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所包含的清代

州、府、县的具体坐标、名称和个数；第二步，参考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的
研究，用各州、府、县的城墙内面积来衡量清代城市要素密度，计算方法是直接加

总当代城市群范围内清代的城墙内面积 （ｓｉｚｅ１６４４—１９１１）；第三步，用 ｓｉｚｅ１６４４—１９１１除以城
市群范围内各府、州、县所在地之间的平均距离 （ｄｉｊ）。城市 ｉ在清代的城市集群
度ｉｃｉ，１６４４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ｃｉ，１６４４ ＝ｓｉｚｅ１６４４—１９１１／ｄｉｊ （３）

ｉｃｉ，１６４４与城市群总城墙内面积成正比，与各类型城市间距离成反比，这与前文构
建的城市集群度指标内涵一致，即城市群范围内清代总城墙内面积越大、群内各城市

平均距离越小，城市群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越好。本文进一步加入最近港口的距离

（ｐｏｒｔ）和城市内语言多样性 （ｄｉｖｃ）变量，以使相关性检验更可信。相关数据来源于
交通部２００６年 《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和徐现祥等 （２０１５）。从截面回归的相关
性检验结果 （见表４）可以看出，清代城市集群度与当代城市集群度高度相关。由于

表４　工具变量相关性检验

变量 １００ｋｍ范围 ２００ｋｍ范围 规划范围

ｉｃｉ，１６４４
２１９５５０

（４５９）
１８４４７１

（５９４）
５８２０４

（３５７）

ｐｏｒｔ
－００１００

（－１２０５）
－０００７７

（－１４２７）
－０００９０

（－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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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００ｋｍ范围 ２００ｋｍ范围 规划范围

ｄｉｖｃ
－６２４２２

（－５３７）
－４０７７３

（－５４０）
－４３８６８

（－４９５）

截距
８３６９８

（１４５８）
６３７９５

（１７１２）
７９６０７

（１７９４）

Ｆ ７５７４ １０４６７ ７８５７

Ｎ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９ ２１３２

Ｒ２ ０１０１４ ０１３５３ ００９８５

　　

主体回归为面板模型，而工具变量为截面数据，为了控制固定效应，本文参考 Ｎｕｎｎ
和Ｑｉａｎ（２０１４）的做法，剔除本城市后，用省内其他城市平均灯光亮度的增长率作
为时变变量，再让其与截面工具变量交互。清代的指标反映了当代城市群发展的历史

基础，而平均灯光亮度增长率反映了当代城市群要素密度增加速度，二者交互可以更

合理地作为城市群发展的工具变量。

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见表５）来看，Ｉ类、Ⅱ类城市群外围城市集群度提高
显著拉大了城市差距，且前者更甚；ＩＩＩ类城市群外围城市集群度提高则能显著缩小
城市差距。从表５也可看出，控制了内生性后的影响效应比基准回归时更强，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显然使回归结果低估了城市群发展的效应，并且表５的回归结果可能仅仅
是效应下限。至此，推论１得以证实。

表５　面板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１００ｋｍ范围 ２００ｋｍ范围 规划范围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ｉｃ
－０００３１

（－３０２）
－０００２６

（－３１９）
０００９４

（２８１）
－０００４７

（－３４３）
－０００４０

（－３２５）
００１０９

（２９４）
－０００４８

（２９３）
－０００４５

（－３２７）
００１２８

（２７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１８２５ １９４０ １７１４ １８４４ ２３１６ １３０５ １６５３ ２２１８ １９３８

识别不

足检验
１６８３ １３８６ １２１７５ １６８５ ２１４５ １４４５５ １７７６ １３６０ １０６５８

Ｎ ４５０ １２３１ ５８５ ４５０ １２３１ ５８５ ５００ １３２２ ６３６

　　

五、机制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检验

为了衡量城市间要素错配，本文基于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的企业间要素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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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参考陈永伟和胡伟明 （２０１１）、白俊红和刘宇英 （２０１８）的方法，构建城市间
资本 （τＫｉ）和劳动力 （τＬｉ）错配指数：

γＫｉ＝
１

１＋τＫｉ
，γＬｉ＝

１
１＋τＬｉ

（４）

其中，γＫｉ和γＬｉ分别为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系数，在计算中用价格相对扭曲系数来
替代，计算方法如式 （５）所示：

γ^Ｋｉ＝
Ｋｉ( )Ｋ ｓｉβＫｉ

β( )
Ｋ

，^γＬｉ＝
Ｌｉ( )Ｌ ｓｉβＬｉ

β( )
Ｌ

（５）

其中，ｓｉ为城市ｉ的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βＫ＝∑
ｎ
ｉｓｉβＫｉ表示产出加权的资本贡献

值；Ｋｉ／Ｋ表示城市ｉ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Ｌｉ／Ｌ表示城市ｉ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比例，ｓｉβＫｉ／βＫ表示资本配置中城市ｉ使用资本的理想比例。劳动力产出弹性 βＬ和资
本产出弹性βＫ则根据式 （６）的索洛余值法测算：

ｌｎ（Ｙｉｔ／Ｌｉｔ）＝ｌｎＡ＋βＫｉｌｎ（Ｋｉｔ／Ｌ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６）

其中，Ｙｉｔ用各城市实际 ＧＤＰ表示，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期，通过各省份 ＧＤＰ平减指
数计算得到；Ｌｉｔ用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表示；Ｋｉｔ
为城市资本存量，综合使用了柯善咨和向娟 （２０１２）、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的方法进行
估算。基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全市”口径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式

（６），并根据估计出的资本弹性系数计算出城市间错配指数τ。τ＞０表示资源配置不
足，τ＜０表示资源配置过度，为便于分析，对其进行取绝对值处理，值越大表示错
配程度越深。本文分别采用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的资本 （τＫｉ）和劳动力 （τＬｉ）错配
指数比值来测度城市群内外围城市和核心城市要素错配差异程度，以此识别城市群发

展要素配置的异质性。

以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劳动力错配指数比为因变量，以城市集群度为自变量，

可以得到城市群发展的劳动力配置效应 （见表６）。在控制了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
且采取聚类标准误后，城市集群度显著提高了Ⅰ类城市群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劳
动力错配指数比值，表明城市集群度的提高更有利于矫正核心城市的劳动力错配，

群内差距也由此拉大；Ⅱ类城市群却不同，城市集群度提高更有利于矫正外围城
市的劳动力错配，这解释了在城市群发展的城市差距扩大效应中，Ⅱ类更弱、Ⅰ
类更强的原因；相比之下，Ⅲ类城市群的集群度提高，对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
劳动力错配无显著差异。这可能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城市群的劳动力配置效应

在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本来就没有显著差异，因为Ⅲ类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网络
化程度和产业关联程度相对较高；二是Ⅲ类城市群内城市的增长对劳动力要素已
经不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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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城市群发展的劳动力配置效应

变量
１００ｋｍ范围 ２００ｋｍ范围 规划范围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ｉｃ
００２７６

（２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４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３１６

（１９２）
－０００１６

（－４８４）
０００３７
（０８１）

００３１３

（１９３）
－０００１８

（－５７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２０６０ ０３４９３ ０３３４５ ０２０７３ ０３４９９ ０３３５６ ０１９２４ ０３７２６ ０２８２８

Ｎ ４６３ １２３３ ５８５ ４６３ １２３３ ５８５ ５０２ １３３７ ６５０

　　

类似地，表７报告了城市集群度提高的资本配置效应估计结果。在控制了时间和
城市固定效应且采取聚类标准误后，城市集群度提高对Ⅰ类、Ⅱ类城市群外围城市和
核心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益无显著影响，但对Ⅲ类城市群的外围城市资本错配缓解效应
明显。这意味着Ⅰ类、Ⅱ类城市群发展主要配置的要素是劳动力，核心城市和外围城
市对劳动力要素配置效应的差异是群内差距拉大的原因，而Ⅲ类城市群发展主要配置
的要素是资本，其通过矫正外围城市资本错配获取红利，从而缩小城市差距。至此，

推论２得以证实。

表７　城市群发展的资本配置效应

变量
１００ｋｍ范围 ２００ｋｍ范围 规划范围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ｉｃ
－０００１２
（－１１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００２

（－２６９）
－０００１５
（－１４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００３

（－２８１）
－０００２４
（－１３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０００９

（－３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６３９ ０１１１３ ０４４７３ ００６４０ ０１１１３ ０３３５６ ００６０１ ０１０８１ ０４６５８

Ｎ ４６３ １２３３ ５８５ ４６３ １２３３ ５８５ ５０２ １３３７ ６５０

　　

（二）进一步讨论

中国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铁网络的发展优先把大城市或行政级别高的核心城市连

接了起来，其中绝大多数是本文所关注的１８个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那么，在核心
城市间交通网络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外围城市到群内核心城市的最短交通时间必然与

其到北上广的时间高度相关。以前文提到的长三角、长江中游和北部湾城市群为例，

本文计算了城市群外围城市到核心城市与到北上广的最短交通时间，二者的相关系数达

０７４。也就是说，在前文论证中虽然使用了外围城市到核心城市的最短交通时间，但其
包含到全国性核心城市的最短交通时间信息，也就不会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尽管如此，

为排除城市群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划分误差的潜在影响，仍需严谨地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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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放松前文关于城市群类型划分的假定，以所有城市为研究对象，定义

城市内灯光最亮点为核心地区，取一定半径范围的圆形区域为外围地区。参考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Ｎａｖａｒｒｏ和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８）的方法，采用一定范围内平均城市灯光亮度与该
范围半径的相关系数来构建反映城市群内城市间关系的密度梯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变量，以反映灯光亮度随着与城市经济中心距离增大而变化的速度。建立截面数据估

计方程如式 （７）所示：

ｌｎｙｉ＝α＋βｌｎｘｉ＋θｄｉｖｃｉ＋γｌａｎｄｉ＋εｉ （７）

其中，ｙｉ是以各城市的地理中心为圆心、以 ｘｉ为半径的圆形区域的平均灯光亮
度；圆形区域内城市的平均方言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ｃｉ）和平均地形起伏指数 （ｌａｎｄｉ）
为控制变量。２０１８年，滴滴公司发布了１００个城市９０％以上乘客的出行起点或终点
的分布半径数据，半径最大的是３１７ｋｍ（北京），最小的是６ｋｍ（沧州）。本文将 ｘｉ
设定为最小值为 １０ｋｍ、间距为 ３０ｋｍ的等差序列 （１０ｋｍ、４０ｋｍ、７０ｋｍ、１００ｋｍ、
１３０ｋｍ、１６０ｋｍ、１９０ｋｍ、２２０ｋｍ、２５０ｋｍ）。根据式 （７）可测算出每个城市每年ｙｉ与
ｘｉ的相关系数β（β＜０），建立其与城市集群度的面板回归模型，若系数为正，则城
市集群度有减弱灯光空间衰减的功能，即缩小了群内城市差距，否则为扩大了差距。

由于ｉｃ的分子为一定范围内的灯光亮度，β可能与之有关，为避免内生性问题，
ｉｃ的分子为城市群规划范围的平均灯光亮度，分母为外围城市到核心城市的最短交通
时间。其中，核心城市集群度根据城市群平均灯光密度与该城市群平均最短通勤时间

计算。最后将由式 （７）估计出的各年的β作为因变量，将ｉｃ作为自变量，建立面板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从以三类城市群内城市为对象的估计

结果 （见表８）可以看出，Ⅰ类和Ⅱ类城市群的估计系数为负，Ⅲ类城市群为正。即
对于Ⅰ类和Ⅱ类城市群内的城市，随着城市集群度的提高，周边地区的灯光亮度呈现
加速衰减趋势，且前者衰减速度更快；而对于Ⅲ类城市群内的城市，城市集群度提高
可以减弱周边地区灯光亮度衰减的速度。这意味着，Ⅰ类和Ⅱ类城市群内城市的发展
对周边地区有明显的集聚效应，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显著，意味着Ⅰ类城市群的城市
影响更大；而Ⅲ类城市群内城市的发展对其周边地区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至此，我们
相信城市群发展的城市差距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Ⅲ类城市群的发展已经能够
通过溢出效应缩小群内城市差距，而Ⅰ类和Ⅱ类城市群还处于集聚阶段，虹吸效应正
在发挥作用，群内城市差距势必扩大。

表８　考虑异质性的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Ⅰ类 Ⅱ类 Ⅲ类

ｉｃ
－００２０３

（－２１９）
－００１０８

（－４１９）
００５４７

（３８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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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Ⅰ类 Ⅱ类 Ⅲ类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０１２ ０２３０５ ０１３２１

Ｎ ３７０ １７４４ ７２０

组间系数差异性 ００２４ —

　　

六、结论与启示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 “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城市群战略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鲜有文献针对城市群发展的内部经济地理

塑造作用展开系统实证研究。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结合城市群内外围城市到核心

城市的最短通勤时间，测算了表征城市群发育程度的城市集群度，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将１８个城市群划分为三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城市群发展对城市差距的
影响，并通过构造清代２６８年间城市历史地理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
表明，城市群发展对城市差距的影响是存在异质性的，城市群发展引起的要素错配矫

正偏向和矫正幅度差异是形成异质效应的主要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层和固化现象，长期以来Ⅲ类城市群的发
展远比Ⅰ类和Ⅱ类城市群更加成熟。对于已经进入 “正溢出期”的Ⅲ类城市群，其发展对
群内城市的协调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仍处于 “负溢出期”的Ⅰ类和Ⅱ类城市群，
虽然其发展可能会扩大城市差距，但能促进核心城市更快发展，为后期溢出效应形成积

累，有利于区域协调格局的形成。因此，城市群战略应该是分门别类的。从三类城市群

发展的群内要素错配矫正偏向和矫正幅度来看，Ⅰ类、Ⅱ类城市群发展的配置主体偏向劳
动力，而Ⅲ类城市群偏向资本。因此，未来城市群战略应该是 “逆风向”的，以政府干

预矫正Ⅰ类、Ⅱ类城市群内的劳动力错配为核心。除此之外，政府政策还应该重点关注对
城市群战略重点的引导。例如，对于Ⅰ类城市群，战略重心应是核心城市；对于Ⅱ类城市
群，核心城市溢出能力已有所提升，战略重心应为优化溢出渠道；对于Ⅲ类城市群，战
略重心应是增强外围城市的承接能力，尽快疏解规模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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